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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本文考察了中国通过制造业导向型发展，成长为世界经济事务中心的性

质和由此带来的结果。１９世纪上半叶以英国的新工业策略向欧洲大陆扩散

为特征，下半叶以美国在全球领导地位中的上升为特征。美国在随后的 ２０

世纪上半叶取得了绝对领导地位。２０世纪下半叶则是日本和东亚地区与全

球的关联日益紧密。接下来的 ２１世纪上半叶，中国持续采取制造业导向型

的发展战略将发挥显著的作用。

本文的第二部分提供了一个历史背景来平衡地考虑中国和全球的前景。

我们认为，２１世纪初的这一轮工业和技术扩散是由中国领导的。虽然这轮

扩散在某些方面不同于过去，但是在我们所使用的策略框架下，这二者之间

仍然有着可以解释的、根本的相关性。这一分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发现：真

正的强者通过提升竞争力、开发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国内市场，为他们自己

创造生存空间。

我们看到，中国正在偏离它当前的工业化路径———这表现为适度但并

不严重的向外部需求的偏重———转向国内市场整合和内部驱动型发展的战

略。相对于先前的国家，中国所面临的不同寻常的约束将会影响这一重新

定位。

一个随之而来的重要主题是，当中国面对逐渐展开的全球不平衡的时代

背景，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处理国内和国际的结构性问题时，将不得不对目前

的工业化道路作出调整。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经济战略具有深远的意义。这

是第三部分的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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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讨论了气候变化对于中国未来增长模式的潜在经济影响。最根

本的问题是，中国对低碳增长的承诺，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中国和全球经济

的未来结构。这个问题尤为重要，因为早期采取工业策略的国家的增长并没

有受到任何约束。中国采取制造业导向型发展路径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它在

此之前处于极端的落后状态，这意味着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还没有到来。这一

阶段的特征是迅速增长的排放强度和世界市场份额的持续增加。这对于中国

和世界而言，是个非常不幸的现实。

考虑到减缓排放的全球框架将在未来几年内被稳固地建立起来，就会出

现这样一个问题，即制造业导向型发展与生物圈健康之间存在的冲突在中国

已经非常明显，上述约束将变得日益严峻。

为上述每一个问题提供解答，都是有条件的和初步的。很明显，想要实

现一个良性的结果，中国自身必须作出巨大的调整。这种调整在发展的较低

阶段很容易做到，因为资本存量恰好在一个适度的基础上迅速积累，策略也

可以更为灵活。因此，我们对中国的前景以及它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经济

中找到自身位置的能力，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二　相对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崛起

制造业导向型战略在历史上的扩散

　　１８世纪之后，世界经济的历史可以视为在制造业导向型国家发展战略

出现的条件下，持续而曲折的技术扩散过程 （Ｓｎｏｏｋｓ，１９９９）。有大量对这

一过程的描述性分析。如果按时间顺序来看，包括最初对长期时间序列的构

建 （Ｋｕｚｎｅｔｓ，１９３０；Ｃｌａｒｋ，１９４０；Ｂａｉｒｏｃｈ，１９８２），系统的分类法的尝试

（Ｃｈｅｎｅｒｙ等，１９８６；Ｇｅｒｓｃｈｅｎｋｒｏｎ，１９６２；Ｒｏｓｔｏｗ，１９７１），解释经济增长并

研究 趋 同性 （Ｓｏｌｏｗ，１９５７；Ｄｅｎｉｓｏｎ，１９６７；Ｂａｕｍｏｌ，１９８６；Ａｂｒａｍｏｖｉｔｚ，

１９８６；Ｄｏｗｒｉｃｋ和 Ｎｇｙｕｅｎ，１９８９），以及最终把这些思路融入全球千年变化

的分析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２００１）。① 这些学者的努力，再加上只关注单个国家时

间路径的专家们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上研究

长期结构转变的经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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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引用这些作者的单一成果显然是不充分的。数量经济史的成果本质上是几十年努力的结果。

这里假定读者熟悉他们广泛的贡献，并且能够原谅本文中贫乏的参考文献。



一个国家的长期增长模式是由其自身经济战略的选择决定的。这一选择

又内生地取决于储蓄和投资的决策，并受到劳动和非劳动投入的供给、本土

技术水平的影响。战略方向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当时国际体系性质的影响。

最直接的是通过那些能够产生 “蛙跳效应”的跨境技术 （Ｇｅｒｓｃｈｅｎｋｒｏｎ，

１９６２；Ｂｒｅｚｉｓ等，１９９１），但也可以通过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流动这一

更常规的渠道。这些选择和相应结果会决定一个国家可以实现的生产力增长

的红利，进而决定了它可以达到的绝对和相对的生活水平。

自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历史的核心特征是，技术进步这一总揽全局的

战略从先驱国家向那些有抱负和动力参与的国家扩散，后者最终进入先进

国家行列。这一战略的转变与全球领导力竞争，以及经济重心分布的不断

变化相联系。中国作为制造强国的惊人崛起，就是这一持续进程的最好

例证。

除了考虑通常的宏观经济变量，我们还收集了关于城市化率、基础设施

投资、金属和能源密度，以及汽车普及率的长期时间序列，以扩大讨论的范

围。这些指标已经被证明包含了大量有关发展过程的信息 （Ｓｏｎｇ和 Ｙｕ，

２００７；Ｍｃｋａｙ，２００８ｂ），在新的强国出现时，这是评估全球调整程度的必要

测度指标。

三　基础：怎样比较中国①

中国在占据全球重要地位之前的起点很低。从生产力边界来看，我们将

其定义为在任意时间点上主要国家所能实现的最高水平的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中国在最初融入世界经济的时候是极度落后的 （这里，我们使用 ＧＤＰ

的原始国民经济核算，尽管它有很多缺点）。可以将美国、日本、韩国和中

国在其代表性样本时期的相对人均产出略作比较 （见图 １）。在 １９８０年，中

国的生产力仅仅是生产力边界的 ２１％。相比之下，日本在 １９５０年是 ２０％

（在１９００年是２６％），韩国在 １９６０年是 １１％，美国在 １８７０年是 ７５％。到

２００８年，经过了近３０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实现了人均产出略低于美国所代

表的生产力边界的１３％。这刚刚接近韩国在高速增长开始之初的水平，比

日本在 “二战”后水平的一半略高一点，恰好是日本在 １９００年水平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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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部分包括从各种来源得到的大量数据。为了使文章具有可读性，提供的参考文献数量

被压缩到最小。



图 １　相对人均产出 （从现代工业发展的年份开始）

占当年全球最高人均 ＧＤＰ的比例。
数据来源：有关中国的数据来源于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ｐｒｉｌ，２００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ｕｂｓ／ｆｔ／
ｗｅｏ／２００９／０１／ｗｅｏｄａｔａ／＞；其他国家的数据来源于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Ａ２００９，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２００６ＡＤ，３月份更新，Ｇｒｏｎｉｎｇｅｎ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ｅｎｔｒｅ，
Ｇｒｏｎｉｎｇｅｎ，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ｇｄｃ．ｎｅｔ／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半。基于前面的比较，从中国已经实现的生活水平的相对提升来看，我们可

以把中国的工业化归类为不成熟之列。

同样的，中国的人均 ＧＤＰ水平从绝对量的意义上，也远远低于后发国

家在增长率减速和产出中工业增加值的份额达到峰值时所对应的水平。这一

水平用购买力平价衡量，位于人均 １００００美元到 １５０００美元之间 （Ｇａｒｎａｕｔ

等，２００８；Ｐｅｒｋｉｎｓ和 Ｒａｗｓｋｉ，２００７；ＭｃＫａｙ，２００８ｂ）。在 ２００８年，中国按

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ＧＤＰ达到了５９６２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

的预测，中国直到２０１４年才能达到人均 １００００美元的水平。也就是说，中

国在一个有着高工业增加值份额的样本组中，是个异常值。在中国实行开放

政策之前，残余的自给自足的道德观念和普遍扭曲的价格，支撑着 １９７８年

以前的经济。我们将在第四部分讨论这一点。

从城市化水平来看，在１９８０年，大约１／５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

而日本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韩国在１９５０年、美国在１８６０年就达到了这

一水平。２００８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上升到约 ４５％的水平，相当于日本在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韩国在遭受第一次石油冲击之前、美国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前一年的水平。根据联合国 （ＵＮ）的预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在 ２０３０

年接近６０％这一全球平均水平。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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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韩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就达到了这个水平 （见

图２）。

图 ２　长期的城市化率

数据 来 源：１９５０年 之 后 的 中 国、韩 国、日 本 和 美 国 的 数 据 来 源 于 Ｗｏｒｌ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２００７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ｅｓ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ＵＰ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ＷＵＰ＿ＤａｔａＴａｂｌｅｓ２ｐｄｆ＞；１９５０
年之前的日本数据来源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Ｊａｐａｎ，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Ｂｕｒｅａｕ，２００９，
Ｔｏｋｙｏ，＜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ｇｏｊｐ／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ａｔａ／ｃｈｏｕｋｉ／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１９５０年之前的美国
的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统计局 （ＵＳＢＳ）各年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中国一直维持着一个比我们的样本组更高的投资份额。自１９７８年以来，

总资本形成平均占 ＧＤＰ的３８％，峰值出现在１９９３年，为４４５％ （见表１）。

中国的高投资份额一直由非常高的储蓄供给提供资金。这一时期的平均储蓄

是 ＧＤＰ的４１％，最高值是２００８年的５３％。

尽管自１９７８年以来，很大比例的支出都被用于投资，但中国的人均投

资仍然远远低于其他对照国家。在 １９７８年，中国的人均投资是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的高收入组国家的 ２％；相比而言，韩国在 １９６０年是该水平的

４８％。这一时期，日本的人均投资已经比高收入组国家高 ２７％，而且分别

在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９１年达到两次最高值———２３８％。截至 ２００７年，中国的人均

资本支出已经上升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高收入组国家的 １０％以上。可

以说，中国的资本存量从相对水平看仍然非常低。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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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 ＣＥＩＣ和 ＧｏｌｄｍａｎＳａｃｈａ（２００５）的研究，在２００４年，美国、日本和中国的每个工人的

人均资本存量分别是１４９０００美元、１７７００美元和２６００美元 （以１９８４年价格计算）。



表 １　快速工业化时期，投资占 ＧＤＰ的比重

年份 日本 年份 韩国 年份 中国 年份 美国

１８９８ １２６ １９６３ １３４ １９７８ ３８０ １８６９～１８７８ ２４０

１９０５ １２６ １９６８ ２７０ １９８３ ３４４ １８７９～１８８８ ２５０

１９１９ １６０ １９７３ ２５６ １９８８ ３８２ １８８９～１８９８ ２９０

１９３１ １６５ １９７８ ３３１ １９９３ ４４５ １８９９～１９０８ ２９０

１９３８ ２７６ １９８３ ２９０ １９９８ ３７１

１９５４ ２０９ １９８８ ３１４ ２００３ ４１２

１９６１ ３５２ １９９３ ３５７ ２００８ ４３５

１９７０ ３９８ １９９８ ２５０

１９８０ ３２８ ２００３ ３００

１９９０ ３３１

　　注：日本在１９６１年之前的数据是总固定资本形成；其他数据则是总资本形成，即包括存货。
数据来源：中国和韩国的数据来源于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ｎｄ，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日本１９６１年后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编制的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１８９８－１９６１年的数据来源于 Ｏｈｋａｗａ，ＫａｎｄＲｏｓｏｖｓｋｙ，Ｈ１９６８，
‘Ｐｏｓｔｗａｒ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ｓｅｃｏｎｄｌｏｏｋ’，ｉｎＬＫｌｅｉｎａｎｄＫＯｈｋａｗａ（ｅｄ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Ｍｅｉｊｉｅｒａ，ＲｉｃｈａｒｄＤＩｒｗｉｎＩｎｃ，Ｈｏｍｅｗｏｏｄ，Ｉｌｌ，
Ｔａｂｌｅｓ１－７，ｐ２２；美国的数据来自于 Ｇａｌｌｍａｎ，ＲＥ２０００，‘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ｉｎ
ｔｈｅｌｏｎｇ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ｎＳＥＥｎｇｅｒｍａｎａｎｄＲＥＧａｌｌｍａｎ（ｅｄｓ），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ｏｌｕｍｅＩＩ：Ｔｈｅｌｏｎｇ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ａｂｌｅ１１４，
ｐ５０。

现在转向基础设施建设。在公路建设方面，中国的经历非常类似于日本

在１９世纪后期和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之间的情况 （见图３）。直到中国和日

本在公路方面的投资真正扩张之前的 ２５年左右，韩国一直与中国和日本保

持同步。美国在公路方面的投资并不同步 （数据来自于 １９００～１９３０年），

但它在铁路投资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数据来自于 １９世纪最后 ３０年）。尽管

未来几年中国将在横跨大陆的主干线和城际往返系统方面进行重大投资，但

中国在铁路领域始终是明显落后的 （见图４）。

如果考虑资源密集度，中国的人均排名在绝对量上仍然处于后面，尽管

相对于它的收入水平而言，其资源消费是非常高的。同美国 １９００年人均钢

铁产量相比，中国到 １９７８年的人均钢铁产量仅仅为该水平的 ２７％ （见图

５）。尽管已经加速上升到该基准的 ３００％以上，中国也是直到最近 １０年才

超过美国１９００年的水平。

就总的商业能源使用而言，１０年之前，中国在总量上一直是自给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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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基础设施投资：公路

数据来源：中国和韩国的数据来源于 ＣＥＩＣ编制的 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ＣＥＩＣＤａｔ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ｉｍｉｔｅｄ， ＜ｗｗｗ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ｃｏｍ＞；日本的数据来自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Ｊａｐａｎ，２００９，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Ｂｕｒｅａｕ，Ｔｏｋｙｏ，＜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ｇｏｊｐ／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ａｔａ／
ｃｈｏｕｋｉ／ｉｎｄｅｘｈｔｍ＞；美国的数据来源于美国联邦高速公路管理局 （ＵＳＦＨＡ）２００８，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７，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ｆｈｗａｄｏｔｇｏｖ／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０７／ｖｍｔ４２１ｃｆｍ。

图 ４　基础设施投资：铁路

数据来源：中国和韩国的数据来源于 ＣＥＩＣ编制的 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ＣＥＩＣＤａｔ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ｉｍｉｔｅｄ， ＜ｗｗｗ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ｃｏｍ＞；日本的数据来自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Ｊａｐａｎ，
２００９，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Ｂｕｒｅａｕ，Ｔｏｋｙｏ，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ｇｏｊｐ／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ａｔａ／ｃｈｏｕｋｉ／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美国的数据来自于 Ｆｉｓｈｌｏｗ，Ａ２０００，‘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ｉｎＳＥＥｎｇｅｒｍａｎａｎｄＲＥＧａｌｌｍａｎ（ｅｄｓ），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ｏｌｕｍｅＩＩ：Ｔｈｅｌｏｎｇ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ｐ５４３－６４２。

的。美国的石油产品在１９５７年之前也是自给自足的 （Ｂａｉｒｏｃｈ，１９９３：６１）。

那时美国已经实现每千户居民拥有汽车 ３２６辆，并且在 １９８８年达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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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５４７辆。日本在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后期才达到美国 １９５７年的汽车普及

率。韩国直到２００６年才达到这一水平。中国从 ２００２年的每千户居民拥有 ８

辆车，上升到２００６年的每千户居民拥有１８辆车，然而，这时它的石油消费

已经比国内石油供给的两倍还要多，大约每天３００万桶。中国人均资源消费

可预见的上升，将会给全球资源供给方施加很大的压力。

图 ５　长期的人均钢铁产量

数据来源：中国和韩国的数据来源于国际钢铁研究所和 ＣＥＩＣ编制更新的 ＣＥＩＣ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ｉｍｉｔｅｄ，＜ｗｗｗ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ｃｏｍ＞；日本的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Ｊａｐａｎ，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Ｂｕｒｅａｕ，Ｔｏｋｙｏ，＜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ｇｏｊｐ／
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ａｔａ／ｃｈｏｕｋｉ／ｉｎｄｅｘｈｔｍ＞；美国的数据来源于美国地质勘探局 （ＵＳＧＳ）各年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ｓ，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ｈｔｔｐ：／／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ｕｓｇｓｇｏｖ／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ｐｕｂｓ／＞；人口数据同样来自于上述资料中各个国家的部分。

通过上述对中国相对发展位置的简洁概述所展现的图景，可以看出，从

大部分角度来说，中国仍然处于很低的发展水平。我们预期中国还将：

 经历减速的经济增长；

 经历下降的资本形成需求；

 面临资源密集度的下降。

四　战略定义：外向导向型和出口依赖型

前一部分努力描述了相对于指定的对照国家，中国发展位置的大致轮

廓。这一部分将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以分离出导致这一组国家上述结果的

战略差异。

一个简单但有效的区分不同战略的方法是，追踪记录全球市场份额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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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一个均衡地保持出口占 ＧＤＰ份额的国家，当它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扩

张时，也会同比例地扩张它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把这个逻辑扩展一下，如

果一个经济体在全球出口中的份额比它在全球 ＧＤＰ中的份额扩张更快，它

一定表现出外向型偏离。反之亦然。

记住这些关系，然后观察图 ６。一个代表了全球平均结构的平衡经济

体，随着它的增长率围绕全球平均水平上下波动，会形成一个沿 ４５度线的

散点图。根据我们的样本国家所描绘的曲线，可以提供有关决定经济结构的

经济战略如何发展的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图 ６　全球出口和 ＧＤＰ的份额

数据来源：１９６０年之后的商品出口份额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编制的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美国的数据来自于 Ｌｉｐｓｅｙ，Ｒ．
Ｅ．２０００，‘Ｕ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１８００－１９１３’，ｉｎＳ．Ｅ．Ｅｎｇ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Ｒ．Ｅ．Ｇａｌｌｍａｎ（ｅｄｓ），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ｏｌｕｍｅＩＩ：Ｔｈｅｌｏｎｇ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ａｂｌｅ１５．１，ｐ．６８８；世界 ＧＤＰ
份额来自于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Ａ．２００９，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２００６ＡＤ，３
月更新，Ｇｒｏｎｉｎｇｅｎ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ｅｎｔｒｅ，Ｇｒｏｎｉｎｇｅｎ，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ｇｄｃ．ｎｅｔ／ｍａｄｄｉｓｏｎ／＞，以及世界银行编制的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ＩＭＦ）２００９，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ｐｒｉ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ｉｍｆ．ｏｒ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ｕｂｓ／ｆｔ／ｗｅｏ／２００９／０１／ｗｅｏｄａｔａ／＞。

以１９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为例。数据有力地显示，美国的成长与一种既

不忽视出口，也不优先重视出口的平衡战略相联系。事实上，观察图 ６中

１８７０年、１８８０年和１８９０年的点，它们都非常接近于 ４５度线。因此，考虑

到全球的普遍结构，我们把美国的策略归类为一种近于中性的策略。只有在

１９００～１９１３年之间，可以观察到美国对外部和内部需求的明确偏好，而且

这一转变毫无疑问是朝着加强国内经济进行的。这同我们所了解的知识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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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即用于国内市场整合的主要投资就发生在 １９世纪，而且获胜的北方

所支持的工业化策略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扩散至整个美国。

美国的情况是大国通过整合和开发内部市场来为自身的工业化发展提供

空间的一个最好的例子。尽管在 １９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里，外部需求和国外

资本在美国工业化发展中也很重要，但到 ２０世纪初，它们已经变得无足轻

重了。美国通过发展批量生产技术和取得相应的规模经济，继续利用其巨大

的国内市场。这一策略的成功应用，最终使得美国在 ２０世纪下半叶占据了

全球耐用消费品产业的支配地位 （Ｓｎｏｏｋｓ，１９９７：３８４－３９０）。

美国工业不断增长的竞争力，清楚地解释了它在出口中制造品份额的上

升，以及在进口中制造品份额的下降的原因 （见表 ２）。拉丁美国家进口替

代政策的失败，在本质上就是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 （Ｌｉｎ，２００８），曾经让很

多经济学家怀疑 “发达经济存在进口份额下降”的观点。然而，如果在同

一地区内全球出口份额也在上升，制造品的进口份额下降则与外向导向型战

略完全一致。如果和国外市场比较而言，本地市场具有绝对的竞争力，就没

有理由区分替代进口产品和促进国内产品国际化之间的不同。二者都是发展

程度的正相关函数。我们称通过提升竞争力来替代进口的方式为 “动态替

代”，以区别于名声不好的主动进口替代策略。

表 ２　１８２０～１９１３年美国的动态替代

单位：％

年　份
原材料 半成品 制成品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１８２０ ５９６ ５５ ９６ ７３ ５８ ５６４

１８３０ ６２７ ７９ ６８ ７９ ８５ ５７１

１８４０ ６７９ １２２ ４５ １１２ ９８ ４４９

１８５０ ６２２ ７５ ４４ １４９ １２６ ５４６

１８５０～１８５８ ６０３ ８７ ４１ １３２ １２６ ５２５

１８５９～１８６８ ４１３ １３ ５３ １３１ １５７ ４２３

１８６９～１８７８ ４４１ １５７ ４７ １２８ １５９ ３４６

１８７９～１８８８ ３４２ ２０６ ４８ １４５ １５１ ３０９

１８８９～１８９８ ３２９ ２４７ ７ １３９ １７１ ２６７

１８９９～１９０８ ２９２ ３３ １１９ １６６ ２４６ ２５

１９０４～１９１３ ３２３ ３４６ １４８ １７７ ２８３ ２４１

　　数据来源：Ｌｉｐｓｅｙ，ＲＥ２０００，‘Ｕ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１８００－１９１３’，ｉｎ
ＳＥＥｎｇｅｒｍａｎａｎｄＲＥＧａｌｌｍａｎ（ｅｄｓ），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ｏｌｕｍｅＩＩ：Ｔｈｅｌｏｎｇ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ａｂｌｅ１５１０，ｐ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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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和韩国都经历过进口占 ＧＤＰ份额下降的阶段。而且，在它

们快速工业化的时期，动态替代和出口中制造品份额的上升都是很明显的。

与这一趋势相伴的是，每个国家都从贸易赤字转向了贸易盈余。这些发展力

量在日本和美国的经验中是最明显的，下面是更多供参考的历史数据 （见

表２和表３）。

表 ３　日本的动态替代 （１８７６～１９４０年）

出口 粮食 原材料 半成品 制成品 其他

１８７６～１８８０ ３８１ １１１ ４１６ ４７ ４５

１８９４～１８９８ １５１ １０７ ４４３ ２６５ ３４

１９１１～１９１５ １０８ ７９ ４９５ ３０４ １４

１９２１～１９２５ ６４ ６ ４７８ ３８６ １２

１９３６～１９４０ ９９ ４３ ２６ ５７４ ２４

进口 粮食 原材料 半成品 制成品 其他

１８７６～１８８０ １３５ ３７ ２７２ ５２１ ３５

１８９４～１８９８ ２３２ ２２５ １８２ ３４１ ２

１９１１～１９１５ １１７ ５２２ １８３ １７１ ０７

１９２１～１９２５ １４１ ４９３ １８ １７９ ０７

１９３６～１９４０ ８７ ５１１ ２５７ １３ １５

　　数据来源：Ｂａｂａ，ＭａｎｄＴａｔｅｍｏｔｏ，Ｍ１９６８，‘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ＬＫｌｅｉｎａｎｄ
ＫＯｈｋａｗａ（ｅｄ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Ｍｅｉｊｉｅｒａ，ＲｉｃｈａｒｄＤＩｒｗｉｎＩｎｃ，
Ｈｏｍｅｗｏｏｄ，Ｉｌｌ，Ｔａｂｌｅ６８，ｐ１７７。

有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日本在其快速发展阶段主要依赖于出口增长。

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日本经济是外向导向型的，但不是出口依赖型的。同

时，散点图也很有说明性。图６显示，日本经济在１９６０年后的 ２０年里，以

平行于４５度线的方式逐步提升其在世界 ＧＤＰ和世界出口中的份额，但始终

保持在图形中 ＧＤＰ的部分。之后，该曲线开始向上拐，意味着出口份额持

续上升，但它沿 ＧＤＰ轴的大幅提升已经停止了。于是，这条曲线穿过 ４５度

线，进入图形中出口的部分。转变方向的曲线显示，经济的重大转变对于它

的相对发展并没有很大帮助。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经济最初明确沿着 ＧＤＰ份额比出口份额扩张

更快的路径发展。自１９９０年左右，中国开始转变路径，略微地偏向于出口，

把该曲线朝着４５度线方向推动。曲线的终点仍然明显地位于图形中 ＧＤＰ的

部分，这说明最近向出口的偏离只是一个相对现象，而非绝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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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直接投资 （ＦＤＩ）进入的重要性 （Ｃｈｅｎ，２００７），零部件贸易的上

升 （Ａｔｈｕｋｏｒａｌａ和 Ｙａｍａｓｈｉｔａ，２００８），以及外资企业在中国贸易活动中的主

导地位，这三者会高估 “名义”出口相对于总收入的重要性。图 ７通过将

外资企业从本土企业中分离出来，对该因素作了调整。结果是很明显的。尽

管本土企业在出口市场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从两条曲线迅速扩大的缺口

来看，它们的成就同外资企业相比显得苍白无力。很明显，跨国制造商将中

国作为生产和组装基地的策略，解释了我们从图６所观察到的中国对应的曲

线大比例向上倾斜的原因。

图 ７　中国调整的世界出口份额

 中国在世界商品出口中的份额 （包括和不包括外资企业）。

数据来源：中国出口中的外国份额是由 ＣＥＩＣ编制的 ＣＥＩＣＤ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ＣＥＩＣＤａｔ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ｉｍｉｔｅｄ）中的数据计算得到， ＜ｗｗｗ．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ｃｏｍ＞；全球出口和产出的份额：
１９６０年之后的商品出口份额是由世界银行编制的 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世界 ＧＤＰ份额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２００９年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ｐｒｉ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ｕｂｓ／ｆｔ／ｗｅｏ／２００９／０１／ｗｅｏｄａｔａ／＞。

中国战略曲线下一次转向的性质，对于全球经济平衡和中国的长期经济

结果有重要意义。如果中国希望成功地沿着美国在 １９世纪后期采取的道路

继续走下去———即通过发展和整合潜在的内部市场为自身发展创造空间———

中国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做到。如果中国跟随日本在 １９８０年后的道路———即

在一个很高的基础上扩张出口市场份额———中国的相对收益就会很低，而且

会很快耗尽。

已经提到的这些证据表明，中国一直避免陷入经济发展的死胡同。我们

在第三部分中从结构的层面重新回顾了这一主题，并且证明了这一发现。另

一方面，国内整合的努力，如果以增长的跨地区溢出效应来表示，仍然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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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阶段 （Ｇｏｌｌｅｙ和 Ｇｒｏｅｎｅｗｅｌｄ，２００７）。中国政府的言论表明其非常了解

这些动态过程。但是，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仅仅依靠历史上可观察的记

录，并不足以选择正确的道路。如果没有连接所有要素市场的有效的价格信

号，要想实施前面提到的结构转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环境、粮食

和资源安全的担忧也会影响战略的选择。今天，调整世界经济中实体经济和

金融之间的不平衡也是一个约束。现在，我们会依次考察这些会进入中国长

期经济战略考虑的主要因素。

图 ８　全球不平衡：以购买力平价加权的经常账户收支占世界 ＧＤＰ的份额

数据来源：所有的数据和预测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２００９年，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Ａｐｒｉ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Ｆｕｎ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ｐｕｂｓ／ｆｔ／ｗｅｏ／２００９／０１／ｗｅｏｄａｔａ／＞；作者将其换算为世界 ＧＤＰ的份
额。

五　世界经济不平衡和中国未来的道路

地区之间重要的贸易和金融不平衡的出现，成为最近 １０年全球经济的

主要特征 （见图８）。在实体经济中，这些不平衡内在地表现在太平洋两岸

的国家之间，而石油生产国被夹在中间。在金融领域，这种不平衡主要体现

在大西洋两岸的国家之间。这种分离源于中国与世界相互作用的独特性。从

实体经济角度看，中国已经在全球产出份额、贸易、排放和商品消费方面达

到了重要的关联度，并且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的金融

体系和汇率安排框架，阻止它在金融领域实现相同的重要性，并把调整实体

经济不平衡的任务留给了工业国家的金融体系。考虑到中国相对低的人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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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平，中国有一个不发达的金融体系可能并不奇怪。

根据这一不平衡状况，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必须努力改变它们的

经济活动的结构，并最终改变它们的收支平衡表。随着 ２００８年下半年金融

去杠杆化过程的加速，全球都在经历这种坚难困境 （Ｄｅｖｌｉｎ和 Ｍｃｋａｙ，

２００８），所观察到的不均衡的稳定信号，并没有解决这一巨大挑战。事实

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即发达国家的政策是用来避免结构调整的，而不是

认真地面对挑战。

从本质上来看，太平洋两岸国家实体经济的不平衡，可以归结为美国的

储蓄率低于投资率，而在东亚地区则恰恰相反。一些分析家更关注后者的情

况，并通俗地将其称为 “超额储蓄”，认为它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Ｂｅｒｎａｎｋｅ，

２００５；Ｃｏｏｐｅｒ，２００５）。更巧妙的是，一个相关理论把对新兴市场向美国的

资本流动的 “指责”归结到金融发展不对称这一潜在主题上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等，

２００８）。另一些分析家更关注东亚地区对汇率稳定的追求，并把外汇储备积

累的结果与出口驱动型策略和重商主义动机联系起来 （Ｄｏｏｌｅｙ等，２００３；

Ａｉｚｅｎｍａｎ和 ｌｅｅ，２００５）。其他人则提供了一种更平衡的观点，强调赤字和

盈余地区都应当进行大幅度调整 （Ｌｅｅ等，２００４；Ｒｏｕｂｉｎｉ和 Ｓｅｔｓｅｒ，２００５；

ＩＭＦ，２００５：第６８～１２４页）。

单独考察中国，这些片面的观点一点也不令人感兴趣。它们基本上没有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它们没有找出中国储蓄率从近 １０年前开始显著上

升的驱动力。与储蓄率上升同时出现的是，投资占 ＧＤＰ很高的份额和巨大

的经常账户盈余。美国在一个宽松的财政政策 （Ｒｏｕｂｉｎｉ和 Ｓｅｔｓｅｒ，２００５；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２００４）和货币政策 （Ｔａｙｌｏｒ，２００８）环境下，加上社会

政策超越 “合理”界限地鼓励扩大住房拥有权，储蓄率的下降在一定程度

上是可以预测的。相对于美国，中国的情况更需要仔细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更广泛地说是东亚地区的高

储蓄率，与 “传统、文化、家庭结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

（Ｚｈｏｕ，２００８：１）。按照他的观点，尽管有形的人口因素和发展水平可以解

释一部分原因，但储蓄率巨大而且无法解释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例如，东亚

地区和拉美地区、日本和美国的对比。文化因素在解释这些差异中必然起到

一定作用。

储蓄率的跨国研究，大多强调它的持久性或者惯性，它与人均收入水

平、信贷、ＧＤＰ、增长率以及贸易条件的正相关性，与收益率、预防性动机

的弱相关性，与社会安全网的强度、财政状况和依存度的负相关性 （Ｌｏａｙｚ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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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２０００；ＩＭＦ，２００５：第二章）。即便在最近出现的经济跳跃式增长之前，

中国的储蓄率也一直超过根据跨国框架得到的预测值 （Ｋｕｉｊｓ，２００６；ＩＭＦ，

２００５：专栏 ２１，第９６～９７页）。

周小川的方法 （即把储蓄的残值归因于文化因素）是不充分的。尽管

它很方便地解释了东亚地区相对高的储蓄率在时间上的持久性，但这个因素

不能为最近１０年储蓄率的突然增长提供合适的解释。正如他自己在同一篇

演讲中指出的，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的是，家庭———最应该用来定义文化的

部门———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一直把储蓄占 ＧＤＰ的份额保持在稳定的水

平上。中国总储蓄的上升主要是由于企业的总储蓄率上升，还有一部分来自

财政状况改善的推动 （Ｋｕｉｊｓ，２００６；Ｚｈｏｕ，２００８：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６；

ＩＭＦ，２００５：专栏 ２１，第 ９６～９７页；图 ９）。理解中国储蓄的显著上升，

以及这一现象对于日益加剧的全球不平衡状态的最终影响，其核心似乎与企

业部门相关。

图 ９　１９９２～２００６年中国按部门的净投资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资金流量账户数据计算，数据来自于 ＣＥＩＣ编制的 ＣＥＩＣ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ｉｍｉｔｅｄ， ＜ｗｗｗ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ｃｏｍ＞。

将企业部门视为储蓄问题变化最大的贡献者，似乎是抛弃了文化的假

设。我们必须找到一些更确实的东西来解释企业的特殊行为。企业储蓄的上

升从经济的角度很容易得到解释。简而言之，企业储蓄是重工业过剩生产能

力，以及中国国有企业克服这一阻碍的能力的函数。企业通过增加在国内和

国外市场的份额，扩张其销售额来克服产能的阻碍，但这不利于企业的利润

边际。这一新情况是导致中国经常账户收支自 ２００４年以来出现异常上升的

最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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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顺序考察图１０～图１２。第一个图显示了１９８５年以来企业部门赢利

能力的发展。在大部分时期，利润在 ＧＤＰ中的份额和产业利润边际①之间有

一个非常强而且符合直觉的关系。但是，这一关系在 ２００４年被打破了。利

润在 ＧＤＰ中的份额急剧上升，但利润边际基本稳定。重工业投资在 ２１世纪

初快速增长，导致过剩产能重新出现，后者正是这一现象可预测的结果。但

前者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结果，需要更进一步的解释。

图 １０　过剩产能推动超额利润吗

数据来源：所有计算数据来自于 ＣＥＩＣ编制的 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ｗｗｗ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ｃｏｍ＞。

图 １１　重工业的过剩产能要求国内和国外市场份额增加

数据来源：所有计算数据来自于 ＣＥＩＣ编制的 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ｗｗｗ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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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把产业利润边际定义为利润在总销售额中的份额。



图 １２　按广义部门分解中国贸易收支

数据来源：所有计算数据来自于 ＣＥＩＣ编制的 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ｗｗｗ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ｃｏｍ＞。

对各种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很容易得到以下结论：当利润水平上升而利

润边际不变时，销售额必须上升以替代后者，实现前者的上升。图 １１说明

了这一动态过程。而且，它突出了导致销售额相对于 ＧＤＰ① 大幅上升的是重

工业。这一点也通过工业销售中出口份额的上升反映出来。很清楚的是，过

剩生产能力为产出的巨大增长提供了渠道，而外部需求则提供了销售的出

路。以减少进口为代价来增加国内市场份额也可以在总量上得到相同的结

果。

这些趋势的最终结果是贸易收支的明显扩大 （见图１２）。我们把重工业

作为这次经济周期中生产能力过剩最重要的来源，与我们观点一致的是，机

械和运输设备的部门贸易收支对于总收支的变动贡献最大，从 １９９４年占

ＧＤＰ５３％的赤字变为２００８年的占 ＧＤＰ５３％的盈余。自 １９９３年以来，它

已经推动制造产品的总收支改善了 ＧＤＰ的 １５８％。尽管这很自然地带来了

对进口资源的巨大需求 （在相同时期，主要产品收支恶化了 ＧＤＰ的 ７％），

但这对于控制急剧扩大的总外部不平衡没有任何效果。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０６：８）把这一过程描述为中国国有企业在国内和国外市

场上周期性的 “没收”市场份额。中国增长路径的这一特点要求其他地区

进行结构性调整。在 ２００８年，中国的经常账户收支占世界 ＧＤＰ份额的

１１％，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上升了大约 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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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产业销售额大幅度超过 ＧＤＰ的事实不应让人感到不安，因为销售是一个总的概念，并没有

控制产业之间和产业之内的交易和进口部分。



２０１４年全球不平衡发展的正式预测认为，中国的经常账户收支占世界 ＧＤＰ

的份额，会从２００８年的水平慢慢地上升到１５％左右。

仔细考虑这一预测，我们可以确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假设了随

着中国经济在这一时期逐渐增加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中国经常账户相对于

其 ＧＤＰ的比例会适度减轻。这一观点与隐含地假设居民和企业储蓄相对于

ＧＤＰ保持稳定是一致的。同时，公共储蓄会减少，这与推行的财政扩张政

策相一致。不过，估计其他地区的调整将更显著。

我们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得到什么启示呢？首先，这些预

测假设结构性调整更可能是由中国施加给世界其他国家的，而非相反。其

次，它还隐含地假设，中国在 ２００８年以前的储蓄—投资条件是一系列很合

理的稳定事件。根据上述讨论，如果这些假设被事实证明是有效的，中国的

重工业将不得不继续 “没收”国外和国内的市场份额，以便在低利润边际

情况下维持较高的利润水平，而且允许总储蓄保持在一个和巨额经常账户盈

余相适应的水平上。另一种可能是，重工业产出的国内和国外需求迅速上

升，使得目前的生产能力在短期内变得更加合理。① 预测维持原状需要极大

的勇气，但这仍然是各种可能情况中的一种。

对于本文来说，我们没有考虑过剩生产能力在当前经济周期的阶段中重

新出现的原因。我们的观点是，重工业投资的快速增长与金融系统无效的资

本配置有直接的关系———这种配置违背了中国当前的比较优势 （Ｌｉｎ，

２００８）。国有企业享有的获得银行融资的优先机会，金融资产多样性的缺乏

使银行优先得到私人储蓄，重工业部门中国有企业的普遍存在，重工业在地

理和产业集中维度上的分散性质，企业管理水平差，国有企业在历史上缺乏

支付分红使得它们留存较高盈余而且投资低效率，中央和地方管理者存在不

同的激励，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投资份额被过度用于增加重工业的生产能力。

政策制定者有很多可供选择的措施来通过金融系统改善资源配置的质

量。很多措施已经开始实施，例如，从政策性贷款转变为商业化决策、股票

市场挂牌、通过股票注资引入国外企业、根据 ＷＴＯ要求引入外国竞争者、

鼓励公司债券市场。上述趋势的加速、利率自由化的进一步推进 （Ｓｏｎｇ，

２００５）、银行间货币市场的深化和国内会计、法律和信用度框架的进一步发

展，都有助于改进未来储蓄配置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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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我们的分析意味着，从长期的结构前景看，中国的国内需求会赶上重工业领域的供

给。然而，长期的视角并不排除二者出现明显的周期性偏离的可能，例如现在这个阶段。



金融体系的发展与汇率制度的选择、汇率安排的设定和货币政策的执行

工具有着密切的联系 （ＭｃＫａｙ，２００７；Ｐｒａｓａｄ等，２００５；Ｄｏｂｓｏｎ和 Ｍａｓｓｏｎ，

２００９）。尽管在理论模型方面存在相反的证据，但盈余地区的汇率调整一向

被认为是不平衡问题的关键 （Ｌｅｅ等，２００４）。我们认为，在一个复杂的、

路径依赖的制度结构中，中国的汇率制度在导致出现当前程度的不平衡的过

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一制度结构不仅导致内部的资源配置失当，而且导

致了庞大的外部盈余。考虑到篇幅的限制，我们不再更深入地讨论这一主

题，建议读者参考前面提到的文献。

改善金融部门整体的决策质量，将促使中国朝着更平衡的经济结构调

整。一个更强、更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会推动一些领域出现以市场为基础

的调整，例如，消化重工业过剩产能、集中一些过度分散的产业，以及普遍

改善私人部门获得信贷的机会，尤其是中小企业。

投资资金会在沿海省份和中西部地区之间逐渐实现更有效的配置。这一

发展有助于省际间进一步趋同，这似乎是未来经济高速增长最可能的来源。

这把我们带回到第二部分历史分析中的一个观点。改革时期，中国经济战略

的特征是国内主导的外向导向型，只是在最近几年的观察中表现出向外部需

求的偏离。这一点与对部门储蓄趋势的分析非常吻合，后者的分析突出了重

工业中以国外生产者利益为代价增加市场份额来消除过剩产能的重要性。因

此，我们断言 “中国战略曲线下一次方向转变的性质，对于全球经济的平

衡和中国长期的经济表现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通过最优化内部力量为自己在全球经济中创造了空间。当日本偏离

平衡战略转向出口依赖时，其经济的上升动力很快耗尽。这对中国有很大的

启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效率的资源配置已经导致中国国内经济出现了巨

大的不平衡。

随着经济增长，中国与世界的整合也会加速，这些国内不平衡会逐渐溢

出，并演变成全球范围的问题。今天的中国不仅仅为自己创造空间———它还

通过其重工业生产能力的超常增长侵占其他国家的空间。

六　增长面临的碳约束和中国的未来道路

决定中国工业化的未来道路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如何面对国家、地区

和全球层面上当前增长模式和生物圈的矛盾。在横截面的经验研究中，库兹

涅茨关于人均排放和发展在某些维度上的倒 Ｕ型关系是非常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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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 Ｋｒｕｅｇｅｒ，１９９５），这意味着中国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会遇到环

境舒适度的边际收益超过可察觉成本的情况。之前的分析一直强调中国仍然

没有达到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作为全球制造基地的身份把它推到了关于低

碳增长的全球争论的最前端。事实上，世界似乎越来越不情愿让中国选择一

个适合自己的时机来解决这一根本问题。

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８）和 Ｇａｒｎａｕｔ（２００８）综合地阐述了如果中国希望实现与全

球一致的减排目标，它将面临的艰难任务。既然气候变化从根源上和影响上

都是全球性的，有效的应对措施也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加以组织，这也就意味

着任何一个重要的排放国家都不能被排除在解决方案之外。

令人尴尬的现实是，要实现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全球减排目标所面临的紧

迫的时间安排，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并不一致。现阶段中国工业化的特征

是，高能源密度的制造业部门的活动占据相对大的份额。当前周期中，重工

业生产增长的普遍性在第三部分已经强调过。重工业部门与中国外部盈余的

快速增长相联系，它也是近几年排放加速的最主要来源 （见图１３）。

图 １３　１７５１～２００６年主要经济体总的化石燃料排放量

数据来源：所有数据来源于美国能源部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 （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ｓｓｉｌ－Ｆｕｅｌ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ｈｔｔｐ：／／ｃｄｉａｃｏｒｎｌｇｏｖ／ｔｒｅｎｄｓ／

ｅｍｉｓ／ｍｅｔｈ＿ｒｅｇｈｔｍｌ。

无论是单独关注中国人均收入的预期增长，还是关注其他宏观经济指

标 （例如汽车普及率、金属和能源密度、人均资本存量或者城市化水平），

制造业导向型的快速增长预计可以持续一段时间，城市化水平预计会从现

在的 ４０％上升到２０２０年的 ６０％，继而在 ２０５０年达到 ７５％ （见图 ２）。考

虑到中国传统的增长模式中阻碍减排的潜在因素的力量，这一模式本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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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为继。以严重的环境恶化为代价来实现增长的工业化路径只能是一个

暂时的策略。因此，中国的结构性转变是全球成功实现排放控制计划的先

决条件。

三个重要问题很自然地摆在了面前。首先，在降低经济能源密度的同时

又要维持增长。面对这一挑战，中国最现实和最有效的途径是什么？其次，

采取低碳增长模式会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优先考虑改变能源结构，从而影响工

业化的模式？再次，满足具有挑战性的全球碳排放减低目标的协同努力，会

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中国的经济增长？换句话说，中国在工业化的下一阶段

中，能否超越经济的压力，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减缓碳排放的增加？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碳排放国家，二者的排放加起来，占世

界温室气体排放的４０％。两个经济体的绝对规模显然解释了大部分的排放

份额，但是二者只占以购买力平价加权计算的世界 ＧＤＰ的 ３３％，因此还有

一些需要解释。

中国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跻身于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家的行列。它

只用了大约 ３０年的时间，就从一个相对低的排放水平上升到美国用了

１００多年才达到的排放水平。中国未来的排放趋势———不论从使用总量、

密度，或者从人均量来衡量———都依赖于下一阶段工业化所产生的经济

增长的结构和水平。

我们认为，中国经过内部和外部的充分沟通之后，基于理性的自利考虑

也会进行调整。当中国尝试重新定位结构框架以调和快速经济增长和减低排

放时，它面临很多的战略选择。

这些选择可以从著名的卡亚恒等式的简化形式中得到 （Ｋａｙａ，１９９０）。①

该恒等式显示有四个因素影响一个国家总体的碳排放：人口、人均产出、产

出的能源密度和能源结构的碳密度。人口变量基本上是给定的。而且，中国

正致力于实现到２０２０年人均收入比２０００年翻两番的官方目标，因此这也会

推动碳排放在下一个１０年继续增长。这就是宏观战略必须严重倾斜的发展

压力。

在目前讨论的背景下，卡亚恒等式的另外两个因素———能源密度和能源

结构———值得特别的关注。

中国将不得不依靠降低能源密度和改变能源结构来应对控制排放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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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卡亚恒等式被定义为：ＣＯ２排放量 ＝人口 × （ＧＤＰ／人口） × （能源／ＧＤＰ） × （ＣＯ２／能

源）。

①



战。二者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具有战略意义。

有三个经常被提到的基本因素决定一国的能源密度随时间发生变化，

即向高附加值生产和服务部门侧重的结构调整、提高要素生产力的技术进

步、鼓励生产和消费中更高效地利用资源的能源定价。潜在比较优势的转

变对于决定结构变化的性质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认为，当一个国家被迫服

从减缓排放的要求时，这一过程就会加速，从而引发用新的、环境友好型

的活动代替旧的、能源密集型的活动，同时重新评估工业部门里传统的生

产模式。私人企业家、竞争性的环境和政府在价格改革、创新和教育领域

中有策略的领导，都将积极地推动低碳型经济的发展。到现在，我们还没

有提到技术扩散的强大力量 （Ｂｒｅｚｉｓ等，１９９１），它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
和其他形式的知识转移带来的扩散效应实现———这一因素既是心照不宣的，

又是很切实际的。

由排放调整和减缓方面的国际合作所带来的技术扩散，将会帮助中国显

著地降低能源密集度。中国有非常丰富的熟练劳动力。根据 Ｎｅｌｓｏｎ和 Ｐｈｅｌｐｓ

（１９６６）的理论，这是一个可以加快技术扩散速度的关键渠道。① 更不用说，
政府政策以及市场和规制制度在影响能源价格运行机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以中国为例，允许能源产品的定价根据真实的市场价格向上调整，对于进一

步改进能源利用效率和降低能源密度，是非常有益的。

现在已经完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历史经验揭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

存在一个能源密度变化的特定模式 （见图１４）。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评估中
国发展的相关视角。

这些国家的能源密度模式显示出一些共同点。首先，能源密度在工业化

的早期阶段是上升的。当工业工人在总劳动力中的份额和工业增加值在总

ＧＤＰ中的份额达到较高水平的时候，能源密度达到峰值 （例如，英国在 １９
世纪７０年代，美国在２０世纪１０年代）。② 其次，能源密度的峰值在每一轮
的工业化进程中稳步下降，意味着不断积累的技术进步和扩散对后来者是

非常有利的。再次，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能源密度倾向于收敛到一个相

对低的水平。这反映了经济整合的步伐加快，尤其是工业化国家之间。

Ｗｉｎｇ（２００８）的研究显示，美国经济不断下降的能源密度主要是由于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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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是因为人力资本更大的可得性减少了一个国家采用复杂技术的成本，或等价地提高了采

用新技术的回报率 （Ｂａｒｒｏ和 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０４）。

在１８７０年，英国占全球总工业产出的３２％。它的能源消费是美国与德国的 ５倍，法国的 ６

倍和俄罗斯的１５５倍。



图 １４　１８４０～１９９０年主要工业国家长期的能源密集度

数据来源：Ｎｉｓｈｉｏｋａ，Ｓ．２００８，‘Ａ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ｑｕｉｔｙ
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５，ｎｏ．１，ｐｐ．１－１１，Ｆｉｇｕｒｅ３。

结构的调整，包括产业之间和产业之内的结构变化导致的整个经济中能源

效率的提升。

掌握了能源密集度变化的历史模式，我们发现，中国在降低 ＧＤＰ的能

源密度方面一直在进步。能源密集度的数值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开始，一

直下降到２００５年显著较低的水平① （Ｇａｒｎａｕｔ，２００８：图 ３－４和本书最后一

篇文章的图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高水平的能源密度是中央计划体制下工业化

的显著的特征。

中国建立了一个能源密度很高，而且经济上无效率的工业结构……

经济资源按指令性计划从农业流出，流入能源密度高的重工业 （例如钢

铁和水泥制造行业）。这使得重工业在经济产出中的份额从 １８％上升到

４４％，而生产每单位产出需要的能源数量上升了三倍 （Ｈａｌｌｄｉｎｇ等，

２００９：６２）。

这意味着在中国生产过程中所观察到的能源密度的模式并非工业化的正

常过程。它也与中央计划体系的运作方式有关。这个系统在结构转变方面僵

化，在技术变迁和扩散方面迟缓，更重要的是，资源定价固定，因此，导致

能源产品和原料方面存在巨大的价格扭曲。

中国在过去３０年推行的改革，已基本上将计划体制转变为市场体制。

但历史的残余仍然存在，例如，政府垄断一些关键产业的和实施行政性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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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测量是用购买力平价 ＧＤＰ编制的。使用其他测量方式不会带来明显的差异。



源价格。这些历史残余解释了大部分现存的结构性问题和资源无效率利用的

原因。与成熟的工业国家相比，中国经济表现出单位产出的高资源成本，以

及能源和电力消费弹性相对高的特征 （见图１５和图１６）。

图 １５　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中国能源和电力消费的弹性

数据来源：所有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各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

统计出版社。

图 １６　２００６年选取国家的能源消费弹性的国际比较

注：请注意，这些弹性是以 ＧＤＰ和能源消费各国的币值为基础计算的。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ＮＢＳ）：《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８）》，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８。

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希望持续地降低能源密度，深化制度改革是非常关键

的。通过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定价体系，改革会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带来

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和扩散方面的进步。如果中国希望以相对低的能源密度

完成下一阶段的工业化，价格体系的改革至关重要。近 １０年来，中国的
需求是商品价格出现历史性大幅上升的最主要因素。然而，这些原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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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使用者，在很多情况下与这种价格上升相隔离，因此导致生产过剩。这

种反常的情况必须马上纠正。

中国有巨大的潜力缩小与成熟工业经济的技术差距。这一点对于绿色技

术领域尤其适用。推动环境友好型技术流动的协同努力，将使得中国加快工

业结构转变的步伐。首先，能源密集型工业部门的技术转移 （以及报废旧

的烟尘排放严重的产能）将带来巨大的收益，例如钢铁、贱金属加工、发

电和化工。技术进步和更高效的能源利用 （包括煤）对于协调发展和减排

的双重目标是非常必要的。

考虑到在中国庞大的市场中使用绿色技术的规模经济、雄厚的人力资

本基础，以及当局采用经济增长的新模式的决心，一旦各个领域大规模的

努力开始，中国会很快赶上甚至成为绿色技术应用的领导者。这主要是因

为中国基本上满足 “引进新技术以实现跳跃过程”的条件 （Ｂｒｅｚｉｓ等，

１９９１）。①

“跳跃”过程的实现，对于帮助中国主要的工业部门避免陷入 “锁住效

应”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工业化加速阶段，大规模能源基础设施发展

仅仅是 “简单复制传统技术”，对效率的恶性影响就会出现 （Ｚ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８：９６）。更简单地说，中国应当避免对旧技术的过度沉迷，应当确保资

本存量的新积累能满足世界范围内可获得的 “能源最有效”技术的基本条

件。如果这一基本信条被采纳，以创新和技术进步为驱动，向高附加值产品

转型为特征的中国工业化新模式就会出现。尽管一些观察家对中国在能源生

产能力中低效率的 “锁住效应”非常悲观 （Ｒｏｓｅｎ和 Ｈｏｕｓｅｒ，２００７），但大

部分人都很乐观 （Ｒａｗｓｋｉ，２００８）———这和我们的观点一致。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减低排放努力的成功，同样依赖于工业国家是否

向它们转移技术和提供资金。因此，控制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正式确立

“加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扩散步伐”的主张是十分关键的。

在新一代正统的增长模型中，这种扩散是实现有条件的趋同的关键假设

（Ｂａｒｒｏ和 Ｓａｌｉｉ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０４）。这意味着工业化国家在决定中国和其同处于

发展中的同伴的未来增长路径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

全球公共品，以及扩大全球生活标准趋同的成功，集中依赖于先进技术的发

展和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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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些条件包括处于领先的国家和潜在挑战者的工资成本的差异是巨大的，旧技术的经验会

迅速过时，新技术最终带来相比旧技术显著提升生产力的可能 （Ｂｒｅｚｉｓ等，１９９１）。



能源结构的选择也会帮助中国减少总的碳排放。总能源消费中可再生资

源份额的不断上升 （该份额预计在２０２０年达到１５％）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

趋势，但这还不能成为定论。最大的挑战在于中国基本上是一个以煤为动力

的国家。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间，中国的煤炭消费占全部主要能源消费的 ７０％

（Ｓｏｎｇ和 Ｓｈｅｎｇ，２００７），而且这一份额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改变。中国几乎

占世界全部煤炭消费的２／５，比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总和还要大。“以 ５０

年左右为一个周期，今天在火力发电上的巨大投资将在本世纪中期对气候产

生巨大影响”（Ｈａｌｌｄｉｎｇ等，２００９：７１）。一旦碳捕获和封存技术这一潜在概

念达到了可以广泛商业应用的程度，在中国将会有巨大的潜力。这将为我们

带来很大的希望。其他技术的改善，例如洗煤和除尘，也会在边际上降低经

济中的碳密度 （Ｓｈｉ，２００８）。

考虑处理减排是否会在相当大程度上限制中国增长速度这一问题，需要

对长期的复杂情景进行分析。其中一种方法是估计不采取行动的成本，这一

成本会很高，因此对经济有不利影响 （Ｓｔｅｒｎ，２００７；Ｇａｒｎａｕｔ，２００８）。

Ｆａｎｋｈａｕｓｅｒ和 Ｔｏｌ（２００５）给出了关于气候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

的一些观点。首先，“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可能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但不太

可能扭转人均收入增长的长期路径”。其次， “气候变化往往对绝对资本存

量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如果人们可以改变他们的储蓄行为，资本—劳动比

率必然下降”。再次， “作为气候变化的必然结果，一些部门会比其他部门

增长更快，因此改变 ＧＤＰ的规模和构成……经济结构的这些变化会影响它

的长期增长潜力” （Ｆａｎｋｈａｕｓｅｒ和 Ｔｏｌ，２００５：１３）。最后一点与处理碳排放

过程中强化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的建议是一致的。如果成功了，它将成为经

济增长动力的新来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和低碳产业，因为大量的投资会投

向这些部门。①

工业化和全球化已经把中国变成全球的制造强国。正如我们已经提到

的，中国在全球市场份额中增加的大部分是由外资企业的活动贡献的。这是

中国发挥潜在的比较优势的必然结果。但这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总的碳排

放是否可以从生产的角度衡量，或者是否应该减去中国之外的最终使用者消

费的排放量？后一种计算方式似乎会让中国更安心一点。然而，实际的问题

是，追求低碳增长战略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潜在比较优势影响中国贸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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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世界用于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自２００４年以来增长了 ６５％，预计它在 ２０２０年将达到每

年６０００亿美元 （２００９年５月５日 《中国日报》）。



的机制。对碳排放施加一个上限，会通过增加生产成本和降低竞争力的方式

不成比例地影响能源密集型产业。这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否则，在

传统的工业化路径中会需要更长的时间完成调整。

另一方面，潜在比较优势会更快地朝着生产和交易那些能源利用更有

效、污染强度更小的工业产品转变。正如 Ｈａｌｌｄｉｎｇ等 （２００９：１０５）主张的，

中国产业的 “绿色转变”一旦发生，可能会根除或者急剧减少碳的净输出。

向国内消费驱动型增长的转变，会使得国内消费与国内供给更加一致———是

解决全球不平衡的必要条件 （正如第三部分主张的）———这会加快上述调

整的步伐。

总结一下，中国很可能会显示出与先前主要国家不同的工业化模式。随

着中国的人均收入势不可挡地朝着发展转折点所对应的门槛值上升，它面临

着先前国家没有遇到过的挑战，即采取低碳增长战略的要求。任何除了低碳

战略之外的选择，都必然阻碍它及时逆转排放增长路径，以使世界避免

“危险的”气候变化。新的战略将受制于使碳排放增长率显著低于 ＧＤＰ增长

率。这只能通过降低产出能源密度方面的决定性进步和相应地转向可再生资

源的能源结构，以及更加清洁地利用化石燃料资源等才能实现。

如果成功地实现排放消费弹性的大幅降低，增长可能不必受到限制。即

使没有引入减排安排的相关假设，关注中国长期增长潜力的研究仍然预测，

在下个１０年的后半段中国的增长会出现减速 （Ｐｅｒｋｉｎｓ和 Ｒａｗｓｋｉ，２００７；Ｈｅ

等，２００７；ＭｃＫａｙ，２００８ｂ）。任何减少重工业过剩产能、降低关键部门 （例

如钢铁和汽车）分散的可持续性努力，对于长期生产力增长和排放控制都

有积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向低碳经济增长的转型仍面临很多不确定性，例如

激励问题、中国制造业应对引入低碳技术的需求的能力、能源市场改革的不

彻底，以及缺乏致力于提高能源效率和降低碳密集度的适宜制度和政策机

制。这一成功不仅需要中国的承诺，而且需要技术和融资方面密切的国际

合作。

七　结论

中国作为制造强国的崛起，已经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权

力分布。２１世纪上半叶世界将受到中国持续的采取制造业导向型发展战略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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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历史分析特别强调，中国仍然远远没有达到一个增长会合理减

速，或者能源、资源和碳密度的增长会逐渐下降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中

国内部和相应的外部不平衡带来的结构性调整会在未来几年降低经济增长

率。碳约束日益严格的全球环境也会在短期内产生类似的效果。

以一种良性的观点来看长期增长前景，我们认为中国必须通过追求与减

排相适应的内部导向型增长模式来 “为自己创造空间”。从技术成就和资本

存量的低水平来看，中国拥有巨大的后发优势。给定这个起点，我们更愿意

把未来的战略视为灵活的，而不是路径依赖的。

中国可能采取的一个有利战略是学习美国成功地整合国内市场，并最终

使它提升到全球首要地位的努力。中国重工业过剩产能的重新出现、其他主

要地区适应中国市场份额进一步增加的能力、当前工业发展模式和生物圈健

康之间的鲜明冲突，等等问题，意味着现在就是调整改革进程以巩固可持续

的长期繁荣的最佳时机。

（孙扬帆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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